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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现代民族主义的精神逻辑及其价值超越
——以陈嘉庚财富伦理观的现代转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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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以华侨领袖陈嘉庚财富伦理观的现代转型作为典型案例，揭示了价值伦理的现代

转换如何催生了本源性民族主义的升华，论述了陈嘉庚财富伦理观的现代转型和价值归依。对陈嘉庚

而言，他不仅克服了个人私欲对于财富的本能贪恋，也超越了传统的血亲本位的财富观念对于家族、

族群的倚重。他以崭新的现代“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的自觉，重新校正、建构了个体与民族、国

家的一体性、共生性的心理关系，形成了“义务本位”的财富伦理观。而这种财富伦理观，构筑了陈

嘉庚爱国精神和道德人格的基底。

［中图分类号］D634.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2-5162（2015）01-0074-10

The Evol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an Kah Kee’s Value System on Wealth

XIE Hui-ying

（College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Key words: Tan Kah Kee； value system on wealth； lineage and kinship； community-orientation；  

obligation-orienta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an Kah Kee’s value system 

on wealth. Throughout his life， he tirelessly combated a number of challenges. Rather than using wealth 

to fulfill personal gains or to serve narrow communal interests based on lineage and kinship， Tan， a 

modernized Chinese nationalist， formulated his own value system prioritizing the Chinese nation. It was 

derived from his deep consciousness of citizenship， which in effect requires that individuals be obliged to 

cater for needs of a wider society， in particular when national needs arise. It was such a value system that 

consolidated the origin of Tan’s patriotic spirit and also the moral base of his personality.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离不开海外华侨群体的积极支持和推动。

他们接受了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政治思想启蒙，不仅为祖国的革命和救亡事业提供了巨量的经济和物

质支援，同时确立了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这使他们摆脱了狭隘的“血亲 - 地缘本位”的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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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派意识，产生了对本民族的本源性情感联结。这种深层次、高强度的民族主义为华侨群体投身民

族救亡、缔造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情感动能。既有的研究侧重于从经济资助、普泛的“爱国

主义”或文化认同来阐释海外华侨现代民族主义的性质，却忽视了来自精神深层的巨大动力和潜能

与其价值伦理系统之间的建构关系。笔者以华侨领袖陈嘉庚财富伦理观的现代转型作为典型案例，

来揭示价值伦理的现代转换如何催生了本源性民族主义的精神升华，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华侨民族主

义内在精神逻辑的要核。这对于我们思考和挖掘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深层历史意义极为重要，对于

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加强中华文化传承、认同和凝聚力亦提供了镜鉴和启示。

一、财富伦理观：陈嘉庚民族主义精神的基底

财富是人类生产、生活的核心问题，财富的生产、分配、使用和流通机制，直接影响着社会

基本结构和文化形成、发展的形态，决定着文明的进程和水准。财富观是一个人价值观、人生观、

世界观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们对于财富的态度和观念以及为了获得财富而采取的途径和方法的思

想”。［1］人们如何理解财富的意义、价值以及对待财富的态度，就决定了人们会以什么方式获得和

积累财富，从而影响到社会交往、社会组织和整体社会关系的状况。因此，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及

其使用，都必然包含了伦理维度：一是动机与价值诉求，即获得、积累财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二是观念与态度，即理想状态下的“应然”，也就是应当怎么理解以及如何对待财富；三是行为与实

践，即具体分配、使用财富的做法。“财富伦理是指人们创造、占有和使用财富的方式，以及与此相

关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蕴含的伦理内涵和道德意蕴。”［2］那些通过各种方式积累了巨

额财富、掌握了较多社会资源的“财富阶层”，他们的财富伦理观及其对于财富的使用方式等，对于

整体社会发展更能够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财富伦理观会影响物质层面社会产品、社会资源的分配，

对每个人的生存产生直接影响，也会对社会整体的价值观、道德和伦理信念等文化、精神领域发挥

导向作用。

陈嘉庚是中国现代史上享有国际盛誉的商界巨擘，也是海外华侨深层民族主义精魂的象征和

丰碑，他给后世留下的文化与精神遗产是极其丰厚的。其中最能产生巨大吸引力的，是他倾尽全部

个人资财办学兴教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在民族巨创、国家存亡之际奔走呼号、身先士卒慷慨输捐、

带领南洋华侨共纾国难的赤忱报国之心。黄炎培先生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只有陈先

生。”［3］黄奕欢先生说：“陈先生平日的财富完全献给大众，陈嘉庚的名字是代表博爱和牺牲。平常陈

嘉庚先生自奉之俭，实在令人难以相信……所作所为，处处为社会大众着想。”［4］可以说，构筑陈嘉

庚民族主义精神的基底，是陈嘉庚办实业、积财富的业绩以及抛私财、兴教育和募众财、纾国难的

坚定行动。这些行动的核心其实是如何对待和处理财富的问题，它们是由更深层的观念所决定或指

引的，其中最重要的即他的财富伦理观和道德观，这应是陈嘉庚研究的重要课题。

总体来看，陈嘉庚研究主要集中于陈嘉庚史料学、其教育办学思想和实践研究、政治主张、爱

国精神、实业经济思想等方面。近年来，也有一些论者从财富问题视角或价值观层面进行研究。如

邓玮梳理、提炼了陈嘉庚慈善捐赠行为的特征，挖掘、剖析其慈善精神、慈善思想及其时代意义。［5］

宋秋蓉论及陈嘉庚的公益思想，即赋予私人教育以公益性质，倡导国民的公益教育行为，以及陈嘉

庚从事公益的主张和原则等。［6］李爱国也聚焦陈嘉庚的慈善思想，并将其与慈善资本主义做了比较，

认为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动机，陈嘉庚是爱国驱动，而资本主义的慈善则是为了解决问题，追求高效

率。［7］焦建华则以慈善捐赠为中心来解读嘉庚精神，梳理了陈嘉庚个人直接捐赠、领导与组织慈善

捐赠的情况，指出其具有重视教育、社会赈灾、个人捐赠带动群体捐赠等特点。［8］

无疑，从慈善和公益角度展开的这些研究，比之于一般性地讨论陈嘉庚的爱国精神，更加落到

了实处和深处，是对陈嘉庚研究有效的推动。不过，值得商榷的是，陈嘉庚不只是慈善家，他的倾

资办学和募捐救国等违背经济理性和个人理性的行为，不仅是财有余裕的一般公益行为，更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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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国家责任无限承担的强大内驱，蕴含着他独立于世而自成一体的思想和价值逻辑系统，也是

其独特的财富伦理观使然。对陈嘉庚而言，“尽国民天职”的信念，意味着在国家危亡的极端背景中

个体国民承担责任的无限性。这样的观念上承中国传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杀生成仁，舍身取义”的士人责任伦理，又将其转化为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它包含着对

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和现代政治认同的新内涵，而最底层的基础则是个体对于民族、国家根源性的

情感脐带和精神动能。他的财富伦理观不仅克制了人性欲望的本能，也超越了血亲家族本位的财富

伦理观，而且他还对以孝亲忠君为核心的传统财富观进行了改造，将其整合转换为以“尽国民天职”

为内核的、义务本位的现代财富伦理观。从这个角度出发，方能够从生命本体层面领会嘉庚爱国精

神的底层支撑。其独特的财富伦理观，是理解陈嘉庚的新入口，也是我们深度解读海外华侨现代民

族主义精神逻辑和内在价值的重要依托。

二、陈嘉庚财富伦理观的现代转型：从血亲本位到族群本位

在中国宗法文化传统中，代代相袭的农业生产模式不断强化着家族血缘亲情的重要性与血脉传

承的优先性地位，“父慈子孝”“父为子隐”也成为父辈对于子辈的情感支持、伦理责任的内在要求。

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情感伦理关系，更普遍地内化于经济领域，形塑了传统中国民众以“血亲”为

本位的财富伦理观。对于商人家族而言，父辈荫庇子孙的主要方式就是扩大商业经营规模，努力累

积巨额家产留给子孙。这也是中国民众长期以来处理家庭财富的基本方式。但陈嘉庚对于财产和金

钱有他自己的原则，他打破了基于家庭血亲关系的父子结构，走出了小农意识所认定的“父为子劳、

子承父业、子继父财”的传统财富伦理观。

（一）青年陈嘉庚：族群本位的朴素民族意识的萌生
陈嘉庚的幼年和青少年在集美家乡度过，17 岁下南洋后的经济和生活圈层也主要集中于华人群

体，与此相关的文化符号传承、社会关系和经济生活的交往互动等构成了其民族认同的内源性因素。

然而，救亡图存历史语境下外源性的心理冲击，激发了他对共同体文化独特性以及生存尊严的本能

性维护意识，这是其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发酵剂。

陈嘉庚 19 岁时就开始热心于乡党私塾公共事务，尚未独立经商的 20 岁时就出资 2000 元在集美

创办“惕斋”学塾，这是他一生兴教办学的起点。创办该学堂时，他还只是一个实习期的店员，没

有独立财产，还没有从父亲那里获得独立掌管家庭事务的权力。2000 元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资金，

超过一般店员十数年以上的薪资。在这种情况下，非得有坚定的意志和魄力才能斥巨资来实现这个

决心。这主要基于两点：一是陈嘉庚自小受传统“修身”“齐家”道德理念和父母族亲们热心族务的

长期影响，习养所致而转化为社会实践的结果；二是从沿袭着宗法文化传统的集美渔村来到南洋，

他切身经历过的祖国落后贫弱，此时则在全球化格局中亲眼见证着南洋现代化的崛起。当他目睹接

触了当地更加开放的现代化工商业制度和文化观念，有了类似“睁眼看世界”的震惊体验。这种基

于“世界”视野的现代性体验对于陈嘉庚的冲击必定是巨大的，他由此获得对于“文明”和“野蛮”

的强烈感知：一方面是从家乡同安“文化废坠，野俗日甚”，“强弱相陵，无亲无疏，乃至聚房会区分

作两界，十余年械斗五七次，死伤数十人”。［9］另一方面，作为“他者”的西方，制度文化和观念的

先进性，发达的工商业，生活和文化设施的先进，教育的普及，使他很直观地感受到民众教育程度

最终决定了“天演”之成败的结果。“欧美先进各国，统计男女不识字者不及百分之六七，日本为新

进之邦，亦不满百分之二十，我国则占百分之九十余，彼此相衡，奚啻霄壤。国民识字之程度如此，

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10］

比如，他在新加坡曾看见日本横滨中华会馆印行的《验方新编》，“据友人所言及余自己经验，

其方颇有应效”，“窃念吾闽乡村常乏医生，若每村有此书一本，裨益不少”，便数次汇款托其代印

六七千册，免费散送闽南各乡。［11］由于在南洋生活、经商的环境，已经将其置入了类似“传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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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西方”以及“异国—我国”这样的二元对照的关系之中，自然也促使他开始超越传统宗

族观念中狭隘的“家庭（族）”范围，萌发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自发意识——基于族群本位的民族主

义情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惟内观国家过渡时代之艰危，外鉴列强文明事业之焕发，未尝不

咨嗟太息，独怀生感，而弗能已于言者也”。［12］这是一种不对等的二元关系，“他者”以强霸、先进

和“文明”的形象呈现，促使陈嘉庚滋生并强化了作为“自我”本能的民族意识，激发了基于自我

尊严的民族屈辱感，同时也催化出发愤图强的民族自强意识。而民族公共利益最紧要的问题，在陈

嘉庚看来，是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这就不能不关注教育和卫生、健康问题。因之，陈嘉庚早期的

公益行为，已反映出他对教育和“人”的素养之重要性有了较深切的认知，其中包含着现代意义上

的公共意识、公益精神的萌芽，是基于族群本位的朴素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刺激下的文化—社会

实践。

（二）壮年陈嘉庚：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与认同
陈嘉庚的青年时期，正是中国国势一步步陷入外强环伺、屡遭瓜分、大厦将倾的危机时刻。

“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和庚子赔款使南洋华侨感受到巨大的震动”，“海外华侨对康有为等人所提‘保

国’‘保种’‘保教’的口号，竟作桴鼓之应。”部分华侨精英在新加坡组织“中国好学会”以“联络

侨生，学习中文，启发民智，冀挽救祖国于危难”，这使陈嘉庚“久久不能忘怀”。［13］到 20 世纪初

以后，海外华侨社会成为维新派、革命派的政治流亡之地，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在华侨社会中获得了广泛传播。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在南洋开展活动，1906 年 4 月 6 日，孙中山在

新加坡成立同盟会分会。孙中山“采用了富于现代性且适合华侨的动员和组织方法”，“在影响和塑

造包括华侨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祖国认同方面，能够收到最佳效果，在当时形成了空前的凝聚力。”［14］

此时处于人生壮年期的陈嘉庚，在种植、经营橡胶生意的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的热心追随者林文庆，

得到了他的多方支持，二人成为肝胆相照的终生挚友。这也是陈嘉庚在思想观念从传统的朴素民族

意识、公共意识向崭新的民族国家意识转型的新阶段。

1910 年春，陈嘉庚与弟弟陈敬贤“双双剪去辫发，在晚晴园发誓，加入同盟会”。［15］此时，陈

嘉庚有了足够丰富的人生阅历、创办经营实业的财富积累以及社会交往的人脉基础，更重要的是对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了深度理解而服膺于心，并以此作为指导人生实践的精神信条。这是陈嘉庚现

代民族主义政治觉醒的关键节点。他首次认识到华侨对母国的责任不只局限于经济资助，更需参与

政治重构，这种观念转型必然促成他将个人的行动实践紧密藕合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宏大考量。他以

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和民族国家认同将个人、华侨群体的命运和民族国家存亡系于一体。他也常常

用中西参照的视野对照思考，既葆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深沉热爱，又能辨识吸收西方文明的优

长，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和价值的鄙陋糟粕则坚决抵制。

海外华侨现代民族主义的内在生成机制，汇融了多重认同系统在跨国场域下的历史耦合：本

民族文化传统的自然承续，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认同架构下的行动实践，生命本源性情感构铸精神共

同体的动力机制。对陈嘉庚来说，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为他提供了超越传统族群、宗法伦理

观念、走向现代新型价值伦理的宏大视界，这是其民族主义精神逻辑演进的飞跃。这时期陈嘉庚已

经形成了相当完整充沛的价值系统，对于财富问题，有了更为独特而深刻的思考，也就是超越了传

统“血亲本位”的财富伦理观，也超越了早期朴素的族群—民族意识，产生了更为明确、坚定的现

代民族国家认同和信念。“我性迟钝又失学，民国未光复之前，尚不明爱国真理，迨光复后猛省勃

发，刻刻不去于怀。窃念份子天职，欲实行报效工作，尤以乡梓需要为急务，故不计成败，痛下

决心……抱定破釜沉舟之志也。”［16］这里说的“份子天职”，即是作为“国家一份子”的现代“国

民”，对于国家理应承担的现实责任、道德义务的自觉意识、自我要求，他用“不计成败”“破釜沉

舟”等词语表明了承担这种责任和义务的决绝。这种根性情感诉求所携载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不

仅能够强化作为“一份子”的国民身份认同，更是生发出将个人实践与个人价值实现嵌入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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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冲动机制。这使陈嘉庚最终超越了传统的以个人—家庭为本位的财富观，个人财富成为了手

段，成为了承担国民责任的载体。以此为基点，陈嘉庚的财富观实现了从传统观念向现代观念转型

的彻底蜕变。

三、陈嘉庚财富伦理观的价值归依：从个人—家族本位到民族国家本位

（一）陈嘉庚对传统财富伦理的血亲本位的超越
20 世纪初维新派、革命派的政治思想启蒙，极大地唤醒了海外华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想象和

认同。这些新观念既开启了他们对民族危机的理性认知和痛切反思，也会强化其所造成的创伤记忆

和弱国子民的屈辱感，从而将个体之于民族母体的归属感与救亡冲动推到极致。这样一种潜藏于华

侨群体心灵最深层的情感动能，是促使他们的价值观、财富观发生价值更新的根本因素。就此而言，

陈嘉庚倾资办学、募捐救亡的坚定行动及其内蕴财富伦理观的蜕变、升华极富典型性。

财富伦理的核心问题，是获得和积累财富的动机指向、价值诉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

人如何做出事业和人生的抉择，也是其对人生意义自我定位的重要尺度。对陈嘉庚而言，在 1910 年

前后，他逐渐还清了父亲的债务，树胶生意势头强劲，米业、黄梨等也获利较丰，此后的船运生意

则将其推入商业的黄金时代。经济地位的影响力使他能够跻身新马华侨社会上层。这一时期他从最

初自发的、朴素的民族意识向自觉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转型。其底层是发乎内心的对于本民族的归

属感，这种生命根源性的情感能使“人们产生最直接、最自愿、诉于亲缘本能的感召力”。［17］这也

是民族共同体成员面临极端外部危机时最普遍且最具张力的情感状态，而陈嘉庚则将这一情感动能

转化为更具理性和效能的实践，那就是一方面最大化地致力于工商业创造、扩大财富，另一方面则

认定以兴教办学作为终极志业拯救民族国家。这种将个体与民族国家“一体化”的内在冲动，最终

成为其谋求财富的深层动因。因此，他的财富伦理观的价值归依，就超越了传统的个人—家族属性，

实现了向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本位的转型。

从人性本能出发，好利乐财是常态。由于“家庭是一个自然的伦理实体，所依赖的并非法律法

规，也不是什么契约或制度，而是基于‘血缘’这种原始自然之伦理藕带”。［18］对于普通民众而言，

中国传统的财富观表现出强烈的“血亲本位”意识，表现为父子在财产关系中遵循潜在的同一性逻

辑。父慈子孝的伦理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一种责任和义务的互动与互补关系，即子女必须承担对父

母尽孝的责任，而父母也潜在地具有为子嗣积聚财富的义务。“在孝的伦理中，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应

被肯定，它包含了父母对子女所做的牺牲……儒家孝的伦理可以说是子女对爱的恩惠的一种理想化

的回报或回应”，“吾人也可以说在子女对父母‘孝的伦理’中隐藏着父母对子女‘爱的伦理’，此即

《大学》中所说‘为人父止于慈’的伦理。”［19］苦辛积财遗子孙，成为以血缘为根基的传统观念中承

载父母之慈爱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这方面，作为父亲的陈嘉庚断然放弃了传统“慈父”责任的社会期待。1919 年，正值他的生

意蒸蒸日上，其弟陈敬贤夫妇受他委派在家乡集美创办了男小、女小、师范、中学，陈嘉庚犹不满

足，决定回国久住亲自办学。临行前在跟同仁的告别演说中，他明确表示自己绝不会从俗给儿子留

下巨额财产让其享受安逸，“勿视余为未能免俗，亦将为儿子图享”，他郑重向亲密朋友吐露心声并宣

布：“余蓄此念（捐巨金以设学校教育——引者注）既久，此后本人生理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

红之外，或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决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

是乃余之所大愿也。本家之生理产业，大家可视为公众之物，学校之物，勿视为余一人之私物。”［20］

陈嘉庚言出必行。他以这样决绝的态度超越了传统财富观念中对血缘亲伦本位的依赖，实在有违于

中国人最看重的常情常理，按他自己所言此乃出于他的“爱国愚诚所迫”。

（二）陈嘉庚财富伦理观的价值诉求：民族国家归属感作为生命始源性驱力
陈嘉庚的“爱国愚诚”其实来自于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意识。在伯林看来，民族情感最早可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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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到原始部落时期的人类，为自己的先祖而自豪的本能以及归属于自己部落族群的那种自然情感，

这种个体对于群体的“归属感”是人类始源性的自然需求，也是人性根源性的需求。“至少自亚里士

多德以来，归属于一个易于确认的群体的需要，已经被视为人类的一种自然要求。家庭、氏族、部

落、等级、社会阶层、阶级、宗教组织、政党，最后是民族国家，都是满足人类这种基本需要的历

史形式。”［21］根据伯林的看法，民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与他者相区分的、以共同祖先、语言、风俗、

经历、记忆等同质化的文化因素作为纽带而达成群体认同的一种“文化共同体”。［22］因此，个体对

所在群体的文化归属和认同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最底层的情感需求。换言之，它是生命的本源性

需求，而对民族、国家的情感则是这种归属感的最高形式之一。

学者张灏对于民族主义也有过精辟的阐述。他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区分为“公民式的民族主义”

和“有机式的民族主义”，前者产生于“以个人主义为本位，以自由结社为组织原则”的公民社会，

“在这里个人和群体可以得到平衡的发展”。而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则属于“有机式的民族主义”，“常

常带有强烈的集体主义性格，视国家民族为一有机体的组织，个人是这有机体的细胞，没有独立的

价值”。其典型特征是“大我心态”，“所谓大我是指民族群体，以别于个人小我……为了民族的大

我，个人是可以牺牲的。”［23］这个看法有助于把握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观念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心

理结构，对于理解陈嘉庚的民族意识、立场和爱国精神尤其具有启发性。蕴藏在这种有机民族主义

心态中的“大我—小我”结构，在陈嘉庚的身上极富典型性。陈嘉庚爱国精神的内核首先源于他对

于民族群体的强烈归属感，即发自个体生命内在的本源性联系，因而它是将民族群体作为个体价

值的根基和归依。在关乎民族存亡的极端危机背景中，这种“小我”归附于“大我”的意识也会

被推到顶点。在陈嘉庚身上，它表现为“舍小我保大我”的“自我牺牲”精神。自我牺牲“是一

种没有任何利益回馈意愿的行为”，“该种行为超越了人们普遍具有的个人理性，要求我们摆脱自利

的天性，为他人的福祉而蒙受损失、痛苦，乃至放弃生命”，主动“实现对于牺牲者而言宝贵的价

值”。［24］正是基于对甘愿舍弃生命的“宝贵价值”的崇奉，个人利益的理性就被吸纳于更高的价值

理性之中。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陈嘉庚对待财富的观念，之所以能够斩断人性本然的利己心理，恰恰是其

以民族群体价值为本体旨归所决定的。他在其言谈著述中反复申张的“兴国”“救国”“报国”意志，

也是来自于生命根源性的自驱而非任何其他外力。陈嘉庚曾表示：“以为振兴工商业的主要目的在报

国，但报国的关键是在提倡教育。否则实业家与商人，难免私而忘公。”［25］在 1910 年左右，他的实

业发展刚刚走出困境，就已经明确了人生的志念和实践道路：创办实业—倾资办学—救国兴国。“数

月来屡欲详陈衷曲以告先生，因怠于下笔。至希望发展我祖国，亦不外实业教育以尽天职。”［26］这

里包含了陈嘉庚财富观的深层逻辑，即实业经营是手段，办学兴教是路径，终极目的是兴国，这也

是其人生目标的本体价值所在。

此后，他承诺将自己的橡胶园等产业作为集美学校的永久基金；在创立陈嘉庚公司时，确定集

美、厦大两校占八成股份，“盖厦集两校，经费浩大，必有基金为盾，校业方有强健之基。”［27］陈嘉

庚虽然在商业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功，实业家也是他多元身份中的首要身份，但他在企业发展已臻佳

境、前景光明的成功时刻，就已经抱定了为办学校而设公司、累基金的志念。这种明显违背了经济

理性的决定背后，正是由于他将“小我”的功效理性诉诸以民族国家的“大我”为旨归的价值理性

使然。与陈嘉庚相类，包括李光前、胡文虎、郭有品、黄奕住、李清泉、陈守仁、陈六使、司徒美

堂、侯西反等众多海外华侨在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磨难中，抱持“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坚定信

念，为救国纾难和祖国建设不仅将个人的巨额资财无私捐赠，而且将个人事业置入民族国家独立解

放的宏大愿景之中。这种惊人的付出和赤诚的民族热情，正是源生于来自生命底层的民族归属感的

驱动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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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陈嘉庚财富伦理观的基本准则：从权利本位到义务本位

（一）财富伦理准则的三种取向：“爱财”本能、权力本位和义务本位
财富观的伦理维度，涉及到在财富使用中所遵循的原则问题，即如何处理个人层面的“意欲

（欲望）”及“可行（权利）”与社会层面的“应当（义务）”之间的关系。“乐财”“爱财”是人之自

然本性，在欲望驱使下人们就会走向持续增长的对财富的占有欲和贪欲，有可能滋长人性之恶。现

代以来的自由、民主、法制观念等明确了个体的权利、权益和责任、义务，并以法律、契约等形式

来规范、协调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是一种依据“平等”原则与“合理性”逻辑，通过

外力制约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机制。“义务首先与责任相联系，有义务做某事，往往意

味着有责任做某事；一旦你承诺了某种义务，你就有责任或应当履行这种义务。不难看到，在义务

与‘应当’之间，存在着某种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28］因此，财富的伦理维度就涉及到每个人如

何理解这个“应当”，相应的观念则会影响、引导和决定人们如何使用财富的行为。陈嘉庚的财富伦

理观坚守“义务本位”的价值逻辑，不但超越了个人欲望的贪念，而且摒弃了“权利—义务”对等

的现代理性逻辑。“惟吾人竞争财利积貲巨万都为儿子计较，不知外人竞争财利之外，尚有竞争义务

者。义务为何，即捐巨金以补助国家社会之发达也。而补助之最当最有益者，又莫逾于设学校与教

育之一举。”［29］他吸收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义利观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又将其转化为现代民族国

家意义的“国民天职观”。

（二）陈嘉庚现代国民“天职”观的形成及其精神渊源
这里所说的“国民”是一个现代语汇，在中国近现代转型语境中，它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

概念相贯通的。“戊戌变法以后，中国人开始认为国家是由‘国民’组成，最早明确提出这一点的是

梁启超。”［30］在维新变法失败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一方面深刻反思政变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日

本经由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面貌和诸多现代观念启发了他的思想。他认识到：“国民者，以

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

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31］从 1902 年起，

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开始宣传其“新国家”“新国民”等现代思想，在中国社会引发了巨大反

响，“国民”迅速超过“人民”“公民”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词汇。“1903 年，‘国民’的使用次数达

到顶峰，此后直到 1915 年，使用次数都较多。”［32］

对陈嘉庚来说，现代“国民”观念的精神源头更需要考察孙中山及其南洋诸多的革命同道的直

接影响。孙中山思想的内核是“以一民字贯之”，［33］“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34］孙中山自言“平生

所志，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认为“凡为中华民国国民均有国民之天职”。［35］“国民天职”在孙中

山那里有了极为具体的现代内涵，那就是具备现代国家观念的国民的身份自觉和道德自律，是他对

于国家天然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期许。这种新的国民人格和道德责任感是“国民之国（民国）”的基

础。作为国家一份子，“对于家庭，有孝顺父母、亲爱家庭的责任。对于国家也有一种责任，这种责

任是更重大的，是四万万人应该有的责任。” ［36］这样的国民责任感自然就会产生对国家事务、国家利

益的关切和承担意识：“凡国家社会之事，即我分内事”，“凡有益于国家社会之事，即牺牲一己之利益，

为之而不惜，然后国家社会乃能日臻于进步。”［37］这是陈嘉庚现代国民天职意识的重要思想来源。

陈嘉庚一生的信念是“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38］他曾叙说自己创办集美小学

是“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39］在回忆录中他反复申述自己的办学动

机：“盖发自民国成立后，念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40］而当国家陷于抗战苦境，他组织筹建了南

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奔走呼号，为抗日筹款的动员宣传竭尽全力。他在回忆录中表示：“华侨

素有‘革命之母’之令誉，爱国精神，见重寰宇。‘七七’以来，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南

洋方面，占十之八。此在道德的义务上，可谓已尽；而在国民天职上，究有未完。盖国家之大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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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刍粟一日不能停。”［41］陈

嘉庚在这里区分了国民的“道德义务”与国民“天职”之间的不同含义：在国民“道德义务”的层

面，个体作为国民可以与国家做相对分离，因而对于国家责任和义务的承担是自发自愿的有限承担；

而在“国民天职”的层面，国民与国家具有一体性，国民对于国家的道德责任出于天然的规定，对

国家责任和义务的承担是出于信念和价值理性的规定，因而是对自我的绝对要求，是无止尽的自律。

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种“天职”不仅是陈嘉庚自己作为个体的国民责任，而且对包

括海外华侨在内的所有国民均具有普遍有效性。比如，他认为“出钱出力实国民人人天职，在此救

亡时代，中外同胞当然一体”，［42］强调的是国家危亡时刻，国民天职无分内外，出钱出力是天然本

分。基于这种强烈的“国民应尽天职”的观念认定，陈嘉庚在看到“举世滔滔，但知争权夺利，而

对国家社会之义务，则人少愿尽”的同时，决定从自身做起：“我今欲与国人竞争义务，能为国家社

会尽最多之义务，便是最能尽天职的国民。”［43］

（三）陈嘉庚国民“义务本位”的财富伦理观与知行合一的道德—社会实践
这种义务本位的国民道德观也构成了其财富伦理观的基本内核，它超越了一般道德义务观的个

人理性、个人意志，是出自于“天职”观念的自我价值认定，也就是对绝对价值的崇奉。因此，他

散尽家财创办了数十所学校，却表示“余虽办有集美、厦大两校，不足资宣扬，实聊尽国民之天职

而已”。［44］在已经倾尽全部个人资产投入办学、又因世界经济危机而面临企业收盘、个人实在无力

支撑厦大的绝境中，他不得不将厦大转交给国民政府。其所作所为，于国家于社会于他人都可谓仁

至义尽，可他非但没有自居有功，反而充满愧疚：“不幸适值世界不景气来临，七八年间营业资产损

失甚多，致厦大拖累政府接办，不能尽国民一份子天职，歉愧实甚。”［45］这种愧疚感正是缘于“天

职”所包含的对于国家责任的无限性、绝对性，使他永远感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是未完成的。

基于“国民天职观”的自我道德要求，陈嘉庚对财富使用自有其原则：“‘有财不乐则愚’，斯语

似有价值。然以鄙意度之，要当以国势为判断，在吾侪丁（际）此存亡之秋，忧国之不遑，奚遑娱

乐，故有财宜输教育为急务。”［46］在“国势”贫弱且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输财救国乃至于为国家

投入身家性命就成为国民应尽的“天职”。因此，在个人—家庭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的价值排序

中，民族—国家利益是优先的，个人—家庭利益居后且归附于国家利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当

急起直追以尽天职，何忍袖手旁观，一任教育前途之涂炭。且兴学即所以兴国，兴国即所以兴家。

世之积金钱以遗子孙者，莫非为兴家计，既要兴家则对于兴国之教育不可不加注意焉。”［47］正是由

于“国民天职观”作为最深层的价值信念和精神动力，陈嘉庚将传统的个人—家庭本位的“家国一

体”观念整合转换为现代意义上以国家为本位的“家国一体”观。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海外华侨

群体现代民族主义精神逻辑的重要特质。

也是在这个基础上，陈嘉庚以对“国民天职”的极致承担，改写了中国传统观念中父子之爱的

伦理观念：“固然，父之爱子，实出天性，人谁不爱其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

且贤而多财则损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是乃害之，非爱之也。况际此国家存亡续绝之秋，为子者

若自私自利，安乐怠惰，但顾一己之挥霍，不顾公益之义务，则是与其父居反对之地步，对于国则

不忠，对于父母则不孝，不忠不孝虽有多子奚益哉。”［48］陈嘉庚将父慈子孝、孝父忠国的传统伦理

教条，整合进了“国民”须尽“公益之义务”的现代伦理观中。从陈嘉庚的思路来看，国家兴亡，

系于教育；兴办教育，又须借实业以输财。无论是办实业还是办学校，都是在尽“国民天职”。然

而，若论轻重，则教育为本，实业为次。因此，二者冲突之时，“宁要厦大，不要大厦”这种违反个

人理性的极端选择，恰恰符合陈嘉庚的观念逻辑。

同样，陈嘉庚的财富使用，也是在他的上述观念逻辑中展开：“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

捐出”，［49］“我金钱取诸社会，亦当用诸于社会。”［50］他明确表态不把钱财留给子女后人，“公益义务，

能输吾财。令子贤孙，何须吾富。”［51］他以“针无两头利”的民间谚语向家人子女表明心志：“我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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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为社会服务，当然不能再为儿孙计。若兼为儿孙计，则不能尽量为社会服务。”［52］这样一来，

财富的个人属性和价值就被转换为达成群体—国家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因此，对于财富的使用原则

就依据是否符合于国家利益的正当性：“虽为社会守财，无为之费，一文宜惜，正当之消（用），千金

慷慨。”［53］他说：“凡事只要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依归，个人成败应不在计。”［54］厘清他的财富

伦理观的底层逻辑，就会理解，他的这些言行，绝不是在某些特殊场合的宣告表白，而是他日常生

活的自然表达，是“知行合一”的道德—社会实践。

结　语

总之，在中国近现代转型的复杂历史语境中，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海外华侨群体，生活在中西剧

烈碰撞、新旧激荡迭变而国难深重的大时代。创伤记忆、离散经验、跨国生存和身份焦虑等迭加出

的精神痛楚，极大强化了个体对于祖国母体的情感依恋，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空前紧密地

被统合于一体。侨居异国而身为弱国子民的身份，激发了他们对于民族、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共同

体意识，这种根性情感的连接直抵生命本源，在强烈民族危机意识的驱动下催生出个体的巨大使命

感，那就是作为“国家一份子”的国民，须竭尽全力乃至于生命来“尽国民天职”的自我期许和行

动。纵观陈嘉庚的一生，他的确是将自己的财富、热情、智慧、心血（在必要的时候，包括生命）

都完全奉献给了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这样一种赤忱热烈的情感及其所蕴含的现代道德律，让

人们充分感受到了“价值理性”在应对现代性难题时所能发挥的精神引领和生命支持潜能。

对陈嘉庚而言，这种发端于个体根源性的爱国情感，绝不是空洞的概念和道德训诫。它被赋予

了“绝对价值”的神圣性、至高无上性，是内生于心的最高价值，因而也成为对其生命具有本体意

义的信念和归依。如陈嘉庚一样，对于那些热切关怀家国命运的华侨子民，他们对于民族、国家深

层的、内发性的情感动能所释放的力量是巨大的，这使他们不仅克服了个人私欲对于财富的本能贪

恋，也超越了传统的血亲本位的财富观念对于家族、族群的倚重。由是，他们以崭新的现代“国家

观念”“国民意识”的自觉，重新校正、建构了个体与民族、国家的一体性、共生性的心理关系，形

成了“义务本位”的财富伦理观。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和体认海外华侨现代民

族主义精神的内核所在。同样，我们也才能更加深刻地领会各行各业像陈嘉庚一样的前辈先贤，以

及血洒疆场的先烈志士，他们对民族对国家的强烈使命意识和情感动能，他们为了挽救民族危亡、

建设现代国家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同样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归属感作为始源性生命需求的基础之上

的。这应当也是观照、反思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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